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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增长与幸福感∗

———解析伊斯特林悖论的形成机制

李路路　 石　 磊

提要：本文利用 ２０１０ 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的数据，以中国为例分析了伊
斯特林悖论的形成机制。 本文通过构建一种多元分层动态的幸福感分析范
式，分析了主观幸福感形成过程中多变量以及微观幸福变量基于宏观经济发
展的条件效应，进而揭示了伊斯特林悖论的形成机制。 本文发现，随着宏观
经济的发展，一方面，居民的需求类型逐渐由物质型向发展享受型升级，由个
人的物质财富所带来的幸福回报不断削弱；另一方面，社会不平等的加剧引
发了强烈的相对剥夺效应，消除了由经济发展本身所带来的幸福回报，由此
造成主观幸福感水平并没有随经济高速增长显著提升，而是呈现出相对停滞
的状态。

关键词：伊斯特林悖论　 主观幸福感　 宏观经济发展　 需求转型　 社会
不平等

一、引言：伊斯特林悖论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以后，主观幸福感 （ Ｓｕ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Ｗｅｌｌ⁃Ｂｅｉｎｇ，简称

ＳＷＢ）研究日益成为国际学术界的理论热点，引发了心理学、经济学、
社会学、政治学等众多学科的广泛关注，积累了丰富的学术成果

（Ｗｉｌｓｏｎ， １９６７； Ｂｒｉｃｋｍａｎ ＆ Ｃａｍｐｂｅｌｌ， １９７１； Ｄｉｅｎｅｒ ｅｔ ａｌ． ， １９９５；
Ｅａｓｔｅｒｌｉｎ， １９７４，１９９５，２００１，２０１２； Ｂｊøｒｎｓｋｏｖ ｅｔ ａｌ． ， ２００８； Ｄｉ Ｔｅｌｌａ ＆
ＭａｃＣｕｌｌｏｃｈ， ２００５，２００８； Ｍａｄｄｅｎ， ２０１１； Ｓａｃｋｓ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２； Ｓｔｅｖｅｎｓｏｎ
＆ Ｗｏｌｆｅｒｓ， ２０１３）。 研究者们从不同的学科视角和理论范式切入，以个

体间的变异性为共同的出发点，较为全面地探索了主观幸福感的影响

因素。 毋庸置疑，这些研究成果在揭开幸福之谜、推动幸福感研究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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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化和全面化等方面功不可没。 但另一方面，也遗留了许多莫衷一

是的争论，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由美国经济学家理查德·伊斯特林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Ｅａｓｔｅｒｌｉｎ ） 提 出 的 “ 幸 福 悖 论 ” 或 称 “ 伊 斯 特 林 悖 论 ”
（Ｅａｓｔｅｒｌｉｎ， １９７４）。

伊斯特林于 １９７４ 年利用美国及其他 １１ 个国家的数据对幸福感做

了跨国比较研究。 他发现：第一，在一国之内，富人报告的主观幸福感

高于穷人。 第二，从跨国比较看，贫困国家与富裕国家的平均幸福水平

并没有显著差异。 第三，从历时效应看，国家经济的发展并没有带来国

民平均幸福感的提升（Ｅａｓｔｅｒｌｉｎ，１９７４）。 因此，伊斯特林悖论包含了微

观与宏观两个相互对立但又同时成立的命题：微观命题着重探讨的是

个人的收入水平对其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其结论可以表述为个人收入

的增长能够显著地提升幸福感；宏观命题关注的是国家层面的经济增

长对国民平均幸福感的影响，其结论可以表述为国家经济的增长不必

然会提高国民的主观幸福感（Ｅａｓｔｅｒｌｉｎ， １９７４）。
伊斯特林悖论的提出，引发了西欧、日本等诸多国家幸福感研究的

热潮。 令人惊奇的是，尽管各国在历史传统、风俗民情、政治制度、自然

环境、经济发展水平等方面存在着较大差异，但在国民幸福感水平上，
大多都出现了伊斯特林所描绘的悖论现象（Ｅａｓｔｅｒｌｉｎ， １９９５； Ｃｌａｒｋ ｅｔ
ａｌ． ， ２００８； 邢占军， ２０１１； Ｗａｌｓｈ， ２０１２）。

然而，也有一些经验研究对伊斯特林悖论提出了质疑。 这些质疑

主要围绕着伊斯特林悖论的跨国比较依据和历时效应依据展开。 针对

前者，韦胡文等人发现，富裕国家的国民幸福感要高于贫穷国家，各国

的人均 ＧＮＰ 与主观幸福感的相关系数高达 ０􀆰 ８４（Ｖｅｅｎｈｏｖｅｎ， １９９１）。
迪纳等人的研究也表明，国家的富裕程度与居民的幸福感显著相关

（Ｄｉｅｎｅｒ ｅｔ ａｌ． ， １９９５； Ｃｕｍｍｉｎｓ， １９９８； Ｍｙｅｒｓ， ２０００； Ｄｅａｔｏｎ， ２００８；
Ｓｔｅｖｅｎｓｏｎ ＆ Ｗｏｌｆｅｒｓ， ２００８； Ｓａｃｋｓ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２）。 针对后者，韦胡文对

印度、韩国、菲律宾、埃及、尼日利亚、南非、墨西哥以及巴西等发展中国

家进行了研究，发现这些国家的居民幸福感在过去的 ５０ 年中均有显著

的提升（Ｖｅｅｎｈｏｖｅｎ ＆ Ｈａｇｅｒｔｙ，２００６）。 刘军强等根据 ２００３ － ２０１０ 年中

国综合社会调查（ＣＧＳＳ）的数据研究发现，在过去 １０ 年间，尽管通胀水

平（ＣＰＩ）不断攀升，但个人的绝对收入与幸福感之间一直呈现显著的

正相关关系（刘军强等，２０１２），也对伊斯特林悖论提出了质疑。
为了回应韦胡文等人提出的质疑，伊斯特林进一步修正了自己提

６９

社会学研究 　 ２０１７． ３



出的幸福悖论。 通过对东欧、韩国、智利等转型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研

究，伊斯特林提出，经济增长与国民幸福感之间的关系呈 Ｕ 型的变化

趋势。 尽管在短期内国民的平均幸福感与经济发展的变化趋势相吻

合，但是从长期来看，经济增长能够提升幸福感水平的空间仍是十分有

限的（Ｅａｓｔｅｒｌｉｎ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０）。 修正后的伊斯特林悖论更加强调时期的

分界因素，提高了其观点的说服力。
伊斯特林对中国的研究也同样显示，中国居民的幸福感水平自

１９９０ 年以来一直下降，并在 ２０００ － ２００５ 年跌入了谷底，随后开始缓慢

地回升。① 由此可见，曾经多见于欧美发达国家的伊斯特林悖论也适

用于中国，只不过要在一个较长的时段内才能显示出来，这一结论得到

了许多经验研究的支持（Ｋａｈｎｅｍａｎ ＆ Ｋｒｕｅｇｅｒ， ２００６； Ｉｎｇｌｅｈａｒｔ ｅｔ ａｌ． ，
２００８； Ｂｒｏｃｋｍａｎｎ ｅｔ ａｌ． ， ２００９； Ｋｎｉｇｈｔ ＆ Ｇｕｎａｔｉｌａｋａ， ２０１１； Ｌｉ ＆ Ｒａｉｎｅ，
２０１４；吴菲，２０１６）。

围绕伊斯特林悖论的争论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 第一，事实，即伊

斯特林悖论是否真的存在，在什么程度或范围内存在。 如上所述，这个

方面的问题已经基本上得到解决，伊斯特林悖论在一个较长时期内是

一种普遍存在。 第二，机制，即是什么原因导致了伊斯特林悖论？ 如何

理解伊斯特林悖论？ 后一个问题构成了本文分析的核心，本文将利用

中国的数据，通过分析伊斯特林悖论的形成机制，尝试将伊斯特林悖论

整合起来，推进对于幸福感的研究。
关于伊斯特林悖论的形成机制，研究文献汗牛充栋，为人熟知，这

里拟不再赘述。 然而，已有的理论解释大多是基于单一因素的、静态

的、宏微观割裂的解释，相互之间争论不休的主要原因也在于此。 本文

将通过构建一个动态多维的研究框架，对影响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多层、
多元因素进行历时性与综合性的分析，以期运用这种多元分层动态的

幸福感研究范式推进对伊斯特林悖论形成机制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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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伊斯特林所研究的时间段为 １９９０ － ２０１０ 年中国居民的主观幸福感状况，其所用的世界

价值观调查数据（ＷＶＳ）、盖洛普数据的结果均显示出先下降后上升的 Ｕ 型变化趋势，并
且 ＷＶＳ 数据的拐点在 ２０００、２００１ 年左右。 刘军强等人所研究的时间段以 ２０００ 年为起

点，数据结果显示中国居民的幸福感水平始终呈上升态势，这与伊斯特林研究中的世界

价值观调查、盖洛普调查以及美国皮尤研究中心（ＰＥＷ）在 ２０００ 年后的数据结果基本相

符，并无二致。 因此，从长期来看，伊斯特林悖论在中国是成立的。



二、相关文献回顾

长期以来，受西方功利主义学派、古典经济学、福利经济学的影响，
经济学家一直将幸福视为财富最大限度的积累。 只要社会能够实现物

质的极大丰富，那么个体自然会实现幸福的目标。 然而，随着各国经济

的持续增长，这种传统的经济学幸福观不断招致非议。 尤其是在伊斯

特林提出了幸福悖论并得到多国经验数据的支持后，各个领域的专家

学者均开始深入反思经济增长与居民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系，并致力

于揭开幸福悖论之谜。 目前关于伊斯特林悖论现象的诸多理论解释，
可以归结为两大解释路径，如下图所示。

关于伊斯特林悖论的两种解释路径

（一）解释路径一：内在心理机制

第一种解释路径将伊斯特林悖论的成因归结于个人内在的心理机

制，认为由于某些先天性的心理因素的作用，使得宏观经济的发展无助

于个体主观幸福感的提升。 这种解释路径又可以进一步分为间接心理

机制与直接心理机制两种类型。
１􀆰 间接心理机制

间接心理机制认为，宏观经济的发展导致了某些中介因素的变化，
进而诱发了某种心理机制，阻碍了个体主观幸福感的提升，这种解释类

型以相对收入理论为代表。
“相对收入假说”最早由杜森贝利（Ｊ． Ｓ． Ｄｕｅｓｅｎｂｅｒｙ）提出，后被伊

斯特林引用，作为对幸福悖论形成机制的一个可能的解释。 该理论指

８９

社会学研究 　 ２０１７． ３



出，个人的幸福感不仅仅取决于绝对收入水平，由于人们普遍具有社会

比较的心理，所以主观幸福感更取决于相对收入水平的高低。 收入的

增加固然能够提升幸福感，然而当所有人的收入同时提高时，在相对水

平上便意味着个体的收入并无增长，从而使得个体在心理上并不会感

受到收入增长的刺激，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在宏观层面国家经济的高

速发展没能带来国民平均幸福感的提升（Ｅａｓｔｅｒｌｉｎ， １９７４； Ａｓａｄｕｌｌａｈ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６）。

韦胡文等人质疑伊斯特林悖论的正确性，自然也不承认相对收入

论的合理性。 韦胡文对相对收入论提出了三点批评，①指出个体的幸

福感建立在人类需求满足的基础之上，是一种天生的、绝对的情感，并
不受相对标准的影响（Ｖｅｅｎｈｏｖｅｎ，１９９１）。 这一观点得到了许多经验研

究的支持（Ｄｉｅｎｅｒ ｅｔ ａｌ． ， １９９３； Ｂｊøｒｎｓｋｏｖ ｅｔ ａｌ． ， ２００８； Ｄｉ Ｔｅｌｌａ ｅｔ ａｌ． ，
２００３； Ｄｉ Ｔｅｌｌａ ＆ ＭａｃＣｕｌｌｏｃｈ， ２００８； Ｍａｄｄｅｎ， ２０１１； Ｓａｃｋｓ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２； Ｓｔｅｖｅｎｓｏｎ ＆ Ｗｏｌｆｅｒｓ， ２０１３）。

在中国的幸福感研究中也同样出现了关于相对收入理论的争论。
部分学者的研究表明，相对收入地位对于个体的主观幸福感具有显著

的正向作用，而绝对收入对幸福感的纯影响则会因参照群体收入的增

长而削弱，支持了相对收入理论（奈特，２０１４；官皓，２０１０；张学志、才国

伟，２０１１； Ａｓａｄｕｌｌａｈ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６； Ｌｉ， ２０１６）。
然而，仍有一些实证研究对相对收入理论提出了质疑。 例如，罗楚

亮通过研究发现，绝对收入与幸福感具有显著的正向关联，即便控制了

相对收入，绝对收入的影响依然显著（罗楚亮，２００９）。 刘军强等人的

研究也显示，个人的绝对收入对其主观幸福感具有稳定的正向作用

（刘军强等，２０１２；边燕杰、肖阳，２０１４； Ｂｉａｎ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５）。
相对收入理论的确可以为早期的伊斯特林悖论提供一个可能的答

案，然而除了韦胡文等人对“相对标准”的批评之外，其自身的解释逻

辑也存在缺陷。 依照相对收入理论的观点，宏观的经济发展与国民幸

福感之间的矛盾不可调和，因而从历时角度看，一国居民的主观幸福感

似乎永无增长的可能性，这显然与伊斯特林悖论修正后的结果不相符

合。 导致这一缺陷的根本原因，是相对收入理论没有考虑到影响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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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这三点批评包括：第一，幸福是个人自我需求的满足，与他人无关；第二，幸福的标准由人

性的需求决定，并不会发生变动；第三，比较的标准只是异想天开，并不是人的真实需要。



主观幸福感的微观机制基于宏观经济发展的条件效应，因而未能建立

起包含宏微观结果的完整逻辑结构，容易陷入幸福永无增长的极端

误区。
除此之外，国内的许多研究在考察相对收入对于主观幸福感的影

响时，存在着某些方法上的缺陷。 例如，对相对收入变量的测量并不恰

当。 相对收入应是个体收入与其参照群体收入的差值或比值，是相对

客观的指标。 因而，用主观的评价来测量是不合适的。①

２􀆰 直接心理机制

直接心理机制强调个体的心理因素对伊斯特林悖论现象的直接效

应，以适应理论与幸福饱和理论为代表。 适应理论认为，人们的心理通

常会根据外界的刺激做出调整，以适应新的环境，从而使其主观情感维

持在相对稳定的水平。 因此，这种心理的适应性特征可以减少个体对

不断出现的刺激的反应能力（弗雷、斯塔特勒，２００６：１３）。
根据适应理论的解释逻辑，心理学家提出了两种专门针对幸福感

研究的理论———快乐踏水车理论和定点理论。 快乐踏水车理论（又称

抱负理论）认为，伴随着收入水平的提升，个体的物质欲望也会不断地

增强，由此便会使其逐渐适应收入增加的现实，而降低由财富增长所带

来的幸福感 （ Ｂｒｉｃｋｍａｎ ＆ Ｃａｍｐｅｌｌ， １９７１； Ｋｎｉｇｈｔ， ２０１２； Ｔｓｕｔｓｕｉ ＆
Ｏｈｔａｋｅ， ２０１２）。

定点理论认为，基因、人格、气质等因素决定了每个人都拥有一条

恒定的幸福基准线。 当外界的环境和生活事件发生变化时，个体的幸

福感水平会围绕着幸福基准线上下波动。 然而，当情绪系统根据新的

情境进行调控后，幸福感便会重新回归基准线。 因此，所谓的幸福与

否，仅仅是一种暂时的情感反应（Ｌｙｋｋｅｎ ＆ Ｔｅｌｌｅｇｅｎ， １９９６； Ｃｕｍｍｉｎｓ，
２０１１）。

适应理论从个体的直接心理机制出发，为伊斯特林悖论提供了一

个可能的解释，然而其理论本身仍存在着以下几点不足：其一，适应理

论在方法论上陷入了个人主义的误区，认为个人主观幸福感的提升只

能通过微观层面的感知调适来实现。 其二，由于难以对个体的心理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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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目前许多国内的学者将相对收入操作为“与周围人相比，您的收入水平如何”，这种方法

测量的只能是“相对剥夺感”，而不是相对收入。 伊斯特林所说的相对收入是用个体的

收入减去社会平均收入的差值。



态进行长期的跟踪式测量，并且无法排除其他情境性因素对于个体心

理变化的影响，因此针对适应理论的经验性支持较为薄弱。 其三，尽管

适应理论在经济学的研究框架之外提供了一种新的分析视角，但是其

自身也未能克服单因素分析的弊端。
除了适应理论之外，另一种较为流行的直接解释机制便是幸福饱

和理论。 幸福饱和理论认为，收入对于个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符合边

际效用递减的规律。 因此，当收入的边际效用为零时，个体便达到了

“幸福的饱和点” （ｈａｐｐｉｎｅｓｓ ｓａｔｉａｔｉｏｎ ｐｏｉｎｔ），过了饱和点之后，收入便

不再与个人的幸福感相关 （ Ｄｉｅｎｅｒ ｅｔ ａｌ． ， １９９３； Ｄｉｅｎｅｒ ＆ Ｂｉｓｗａｓ⁃
Ｄｉｅｎｅｒ， ２００２； Ｃｌａｒｋ ｅｔ ａｌ． ， ２００８； Ｐｒｏｔｏ ＆ Ｒｕｓｔｉｃｈｉｎｉ， ２０１３； Ｌｉａｎｇ ＆
Ｓｈｅｎ， ２０１６）。 与幸福饱和理论相似，收入门槛（ ｉｎｃｏｍｅ ｔｈｒｅｓｈｏｌｄ）理论

也认为，个体的收入水平存在着一个门槛，越过了这道门槛后，收入的

增长便与其主观幸福感无关（Ｌａｙａｒｄ， ２００３，２００５； Ｄｉｅｎｅｒ ＆ Ｓｅｌｉｇｍａｎ，
２００４； Ｄｉ Ｔｅｌｌａ ＆ ＭａｃＣｕｌｌｏｃｈ， ２００８）。

幸福饱和理论与收入门槛理论基于边际效用递减这一经济学的基

本假设，力图从微观层面解释伊斯特林悖论中的历时效应。 然而这种

解释存在着以下几个问题：其一，仅限于微观个人层次的讨论，而没有

将其置于宏观经济发展的背景之下，因此用其来解释伊斯特林悖论的

宏观结果不免有些牵强。 其二，如果将幸福饱和点的逻辑推广到宏观

的层次，则经济发展与国民主观幸福感之间应呈现“厂”字型或倒 Ｕ 型

的变化趋势。 而伊斯特林等人的研究发现，二者之间的关系为正 Ｕ 型

或波浪型（Ｅａｓｔｅｒｌｉｎ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０，２０１２； Ｍａ ＆ Ｚｈａｎｇ， ２０１４），与该推论

不符。 其三，与相对收入理论和适应理论一样，幸福饱和理论也是一种

单因素的解释进路。
总之，解释路径一中所论及的两种心理机制，均倾向于一种消极的

“天命”式的理论取向（丘海雄、李敢，２０１２），认为个体先天的心理机制

决定了其主观幸福感只能维持在特定的水平，而任何社会政策方面的

努力都是无济于事的。

（二）解释路径二：外在社会机制

不同于解释路径一，解释路径二将个人的心理因素排除在解释链

条之外，而强调宏观经济发展的附带效应对个体主观幸福感的直接影

响。 这种解释路径认为宏观经济发展本身能够提升居民的主观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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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也即经济的发展水平越高，则居民的主观幸福感越强。 但是在经济

发展的过程中，往往会附带着某些社会因素的变化，而正是这些附带效

应限制了个体主观幸福感的提升。 解释路径二以遗漏变量理论为代

表。 该理论认为，个人收入的增长固然能够提升个体的幸福感，然而收

入增长同时也导致了工作时间的增加、身体健康的恶化等，这些潜在因

素可能会降低收入增长的幸福效用。
迪纳与塞利格曼通过研究发现，随着国家富裕水平的攀升，居民幸

福水平的变化便越来越取决于收入之外的非经济因素，包括社会层面

的社会资本、政府的民主程度、公民权利，以及工作层面的工作满意度

与工作收益率等（Ｄｉｅｎｅｒ ＆ Ｓｅｌｉｇｍａｎ， ２００４）。 依据遗漏变量理论的逻

辑，迪特拉与麦卡洛克将闲暇、犯罪率等非收入因素纳入模型，对 １２ 个

经合组织成员国的居民幸福感进行了研究。 结果显示，引入非经济因

素的变量，反而加剧了“收入增长而快乐无增加”的悖论（Ｄｉ Ｔｅｌｌａ ＆
ＭａｃＣｕｌｌｏｃｈ， ２００８）。 此后，又有学者讨论了社会资本、环境污染、工作

时间、婚姻、就业状况、社会保障、城市化等因素对于个体主观幸福感的

影响（Ｈｅｌｌｉｗｅｌｌ ＆ Ｐｕｔｎａｍ， ２００４； Ｄｉ Ｔｅｌｌａ ｅｔ ａｌ． ， ２００３； Ｂｊøｒｎｓｋｏｖ ｅｔ
ａｌ． ， ２００５； Ｄｏｃｋｅｒｙ， ２００５； Ｇｒａｈａｍ， ２００６； Ｈｕｄｓｏｎ， ２００６； Ｃｈａｎ ＆ Ｙａｏ，
２００８； Ｓｍｙｔｈ ｅｔ ａｌ． ， ２００８； Ｗｅｌｓｃｈ， ２００６； Ｌｕｔｔｍｅｒ， ２００５； Ｐｏｕｗｅｌｓ ｅｔ
ａｌ． ， ２００８）。

遗漏变量理论拓宽了主观幸福感的研究视野，为解释伊斯特林悖

论现象开辟了新的途径，然而该理论也存在一些缺陷。 其一，遗漏变量

理论原本试图从影响主观幸福感的非经济因素切入来解答伊斯特林悖

论，然而却逐渐脱离了悖论本身的框架，转而变为讨论某个或某几个变

量对于个体幸福感的影响，使得主观幸福感的研究逐渐呈现出“碎片

化”的趋势。 其二，鉴于各地区的特殊性与复杂性，与内在心理机制相

比，遗漏变量理论更不易探索出一种能够解释悖论的一般化程式。 其

三，尽管遗漏变量理论体现了多因素的分析取向，但因为难以厘清各因

素与经济发展和收入增长之间的关系，所以绝大部分遗漏变量研究均

采用的是静态的分析框架，由此一来，便无法为幸福感的变化趋势提供

可靠的解释。
综上所述，目前关于伊斯特林悖论产生机制的解释主要存在以下

几点不足：
一是单一因素分析与静态解释。 以往理论的一个重大缺陷就是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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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都或多或少地忽略了伊斯特林悖论提出的时代和社会背景，因此，无
法从根源上还原伊斯特林悖论形成的机制。 特别是相对收入理论和适

应理论，均将伊斯特林悖论的成因归结于单一的收入或心理因素的作

用，而忽视了主观幸福感是多层、多元社会因素作用的结果，因此留下

了诸多未被解释的变化差异。 遗漏变量理论尽管为主观幸福感的多因

素分析提供了空间，然而失之于未能厘清各因素随宏观经济的发展而

发生变化的动态过程，以及在此过程中与个体收入增长的对应关系，因
此难以合理地解释主观幸福感的动态变化趋势。

二是宏微观机制相分离。 上文提及，伊斯特林悖论包含了宏观与

微观两个层次的命题，二者分别探讨了国家层面的经济增长与个体层

面的收入水平对于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 尽管这两个命题的结论相

悖，但不可否认的是，国家的经济发展与个体的收入水平休戚相关，这
也是悖论得以成立的前提。 因此，若想解释伊斯特林悖论的形成机制，
不能忽视影响主观幸福感的微观机制基于宏观经济发展的条件效应。
而已有的对伊斯特林悖论的解释，要么单纯地从微观机制出发来讨论

宏观层次的结果，如解释路径一中的相对收入理论、适应理论与幸福饱

和理论；要么将悖论的微观结果置之不理，仅分析宏观变量对于居民幸

福感的抑制效应，如遗漏变量研究中关于失业率、通货膨胀等宏观因素

如何导致“幸福停滞”现象的讨论。 上述两种研究取向均将影响主观

幸福感的宏微观机制割裂开来，因此没有建立起包含宏微观结果在内

的完整逻辑结构。
鉴于上述已有研究的不足，本文力图运用一种多元分层动态的幸

福感研究范式，在一个多维的分析框架中，以影响幸福感的多维变量和

宏、微观机制以及微观基于宏观的条件效应为对象，最终建立起整合该

悖论的逻辑链条，对该悖论提出一个相对完整的解释。

三、分析框架与研究假设

（一）三个基本社会变量

二战以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实现了经济上的腾飞，社会财富迅速

积累，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得到了极大的提高。 然而，物质丰裕的背后

却隐匿着严峻的社会问题。 １９５８ 年，加尔布雷思对丰裕社会的反思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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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推动了学界对“唯物质主义”、“唯 ＧＤＰ 主义”的批判以及对“幸福”
和“生活质量”的倡导，构成了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主观幸福感研究兴起的

原始背景（加尔布雷思，１９６５：６８）。
同样，自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末伊始，中国的现代化经历了突飞猛进的

发展，在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之后，开始快速向高收入国家迈进。 随

着物质财富的增加，中国绝大多数家庭解决了温饱问题，居民的迫切需

求逐步脱离了基本生存的层次，向着更高层次的需求转型升级（张翼，
２０１６）。 然而，不可否认，中国持续了近 ４０ 年的经济高增长尽管创造了

巨大的社会财富，同时也加剧了收入不平等。 根据国家统计局最新公

布的数据，２０１７ 年我国的收入基尼系数已经达到了 ０􀆰 ４６５。①

综上所述，无论是伊斯特林悖论的历史本源，还是中国社会的时代

情境，都表明经济快速增长带来了两个伴随效应：其一，微观层面的个

体心理变化，即物质生活的富足使得人们的迫切需求由基本物质型向

发展需求型转向；其二，由于新增财富分配不均等，全社会的收入差距

不断拉大，导致了严重的社会不平等。 由此，我们可以将经济增长及两

种伴随效应总结为三个基本的社会变量：一是宏观经济的发展，二是个

人需求的转型，三是社会不平等的加剧。 本文认为，这三个基本变量及

其之间的相互作用构成了包括中国在内的伊斯特林悖论形成的基础，
在根本上决定了国民幸福感变化的完整图式及其内在逻辑。②

（二）影响主观幸福感的多元因素

上述三个基本社会变量构成了本文分析个体主观幸福感的三个维

度。 第一个维度为宏观经济因素，即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 宏观经济

的发展不仅能够提升个人的收入水平，而且有利于改善教育、医疗卫

生、社会保障等公共资源的供给以及住宅、交通、通讯、能源等社会基础

设施的建设，而诸如此类的事项都是所有国民生存和发展的必要物质

基础。 此外，国民经济的发展还能够促进行业与职业的多样性，提高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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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网站（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ｓｔａｔｓ． ｇｏｖ． ｃｎ ／ ｔｊｓｊ ／ ｓｊｊｄ ／ ２０１７０１ ／ ｔ２０１７０１２０＿１４５６２６８．
ｈｔｍｌ）。
伊斯特林及其支持者发现了 ２０ 世纪 ４０ － ６０ 年代美国国民的幸福感并没有随着经济增

长而提升，但却将这种现象归因于社会平均收入的增长降低了个体收入的相对水平，并
没有考虑到在丰裕社会到来的背景下，人们获取幸福回报的微观机制正由增加物质财富

转向为提高精神享受，也没有考虑到日益加剧的社会不平等对居民幸福感的负效应。



民的就业水平，满足民众的安全需求，提升该国人民的民族自豪感与自

信心，这些均有助于增强个体的主观幸福感。 由此可以提出本文的第

一个假设。
假设 １：宏观的经济发展水平对个体的主观幸福感具有显著的正

向影响，经济发展水平越高，个体的主观幸福感越强。
第二个维度为微观个体因素。 主观幸福感本质上是一种情绪和认

知，而它的重要来源之一便是个体的需求。 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看，
主观幸福感就是个人对需求满足程度的一种认知评价或情感反应。

人的需求虽然纷繁多样，但却不是杂乱无章的。 心理学家通过系

统地研 究 发 现， 人 类 的 需 求 具 有 层 次 性 的 特 征 （ Ｌｅｗｉｎ， １９３６；
ＭｃＣｌｅｌｌａｎｄ ＆ Ｃｌａｒｋ， １９４９； Ａｌｆｄｅｒｆｅｒ， １９７２）。 人本心理学家马斯洛更

是直接将人的需求分为生理需要、安全需要、归属和爱的需要、尊重的

需要和自我实现的需要五个阶梯式的层次，构建起较为系统和完善的

需求层次论（Ｍａｓｌｏｗ， １９４３）。
从发展的角度，可以将人的需求分为生存型需求、发展享受型需求

以及更高层次的超越型需求（马克思，１９６１；莫文，２０１３；张翼，２０１６）。
所谓生存型需求主要指与个体基本物质生活相关的需求；发展享受型

需求主要指脱离了基本物质需要，而渴望精神层面的富足与享受的需

求；超越型的需求是一种衍生性的需求，类似于马斯洛需求层次论中的

自我实现的需要，多指个人对真善美等人生境界的需求。
需求本身的多重性决定了影响个体主观幸福感的因素同样具有多

元性和综合性的特征。 而需求的分层性，则意味着影响幸福感的诸要

素在不同需求层次的相对重要性是不同的。 参照斯托珀 －萨缪尔森定

理，①我们认为那些能够满足个体当前需求的要素具有更高的相对重

要性，从而享有更高的幸福回报。 当个体的需求位于基本物质的层次

时，与物质财富密切相关的要素是影响其主观幸福感的“相对重要因

素”，具有较高的幸福回报；而当个体的迫切需求转为发展享受层次

时，物质财富要素的相对重要性下降，幸福回报降低，而那些与精神享

受和发展紧密相连的生活品质变量则占据了相对重要地位，享有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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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斯托珀 － 萨缪尔森定理可以表述如下：某一商品相对价格的上升将导致该商品密集使用

的生产要素的实际价格或报酬提高，而另一种生产要素的实际价格或报酬则下降。 那些

需求较高的因素（资本、技术）在国际分工中的收入回报高，相反那些需求较低的因素

（原材料、劳动力）的收入回报较低。



的幸福回报。 由此，我们可以提出假设 ２。
假设 ２：物质地位对居民的幸福感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物质地位

越高，幸福感越强。 生活品质对居民的幸福感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生
活品质越高，幸福感越强。

第三个维度为社会结构因素，即社会不平等。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之

后，主观幸福感研究的分析对象逐渐由微观的个体行为转向更为宏观

的社会情境。 其中，最为主流的研究是从集体主义的方法论出发来审

视收入与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系。 与个体主义方法论不同，集体主义

方法论的支持者较少关注微观层面的收入增减，而是致力于分析物质

财富在全体社会成员中的集散程度，也即全社会收入不平等结构对于

主观幸福感的影响（黄嘉文，２０１６）。
关于全社会收入不平等结构对幸福感的影响，存在两种竞争性的

观点。 一种观点认为收入差距的增大会削弱居民的幸福感。 社会学家

朗西曼提出，当人们与其参照群体相比处于弱势地位时，就会产生一种

受到剥削的负面心理，即相对剥夺感（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ｄｅｐｒｉｖａｔｉｏｎ）。 当收入成

为比较的对象时，收入差距的扩大无疑会增强居民的相对剥夺感，从而

对其幸福感水平产生消极影响（Ｒｕｎｃｉｍａｎ， １９７２）。
然而，另有一种观点认为，全社会收入不平等的扩大不但不会损害

居民的幸福感水平，反而对其有正向的促进作用。 经济学家赫希曼

（Ａｌｂｅｒｔ Ｈｉｒｓｃｈｍａｎ）提出了“隧道效应”理论来说明收入不平等对幸福

感的正向效应（Ｈｉｒｓｃｈｍａｎ， １９７３）。① 当周围人的收入增加时，个人便

会对自己的收入水平产生良好的预期，从而使幸福感得以提升。 该效

应在俄罗斯、东欧等转型国家得到了经验资料的支持（Ｃａｐｏｒａｌｅ ｅｔ ａｌ． ，
２００９）。

由此，可以提出以下竞争性假设。
假设 ３􀆰 １：收入差距对幸福感有显著的负向影响，收入差距越大，

幸福感越低（相对剥夺效应假设）。
假设 ３􀆰 ２：收入差距对幸福感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收入差距越

大，幸福感越强（正向隧道效应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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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赫希曼做了一个类比，在一个拥堵的隧道中，尽管自己所在的列车停滞不前，但是如果看

到旁边的列车开始移动，那么就表示前方的路段情况好转，自己的车也即将脱离困境。



（三）宏观、微观因素的条件效应作用与动态分析

由伊斯特林悖论现象所根植的三个基本社会因素可知，上述三个

维度的因素之间并不是割裂的。 就宏观经济因素与微观个体因素的关

系而言，宏观经济的发展提高了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使得个体的需求

逐渐由生存型需求转向发展享受型需求。 根据需求层次论的逻辑，当
较低层次的需求得到满足后，个体的迫切需求便会向上位移，从而使得

高层次的需求激励增加，而较低层次需求的激励效用减小。
需求是主观幸福感的重要基础和来源，如果个体的需求层次发生

变化，其获取主观幸福回报的微观机制自然也会随之改变。 当个体的

迫切需求位于物质型层次时，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无疑会显著地增强

其主观幸福感；而当物质型需求得到满足，个体的迫切需求上移至发展

享受型需求时，由物质财富增长所带来的幸福回报便会日渐衰减，而有

助于个人发展与享受的休闲娱乐等因素则会显著地提升个体的主观幸

福感。 对应上文提出的斯托珀 － 萨缪尔森定理类比，我们可以将影响

主观幸福感的微观个体因素基于宏观经济发展的条件效应表述为：随
着宏观经济的发展，物质财富型要素的相对重要性下降，而发展享受型

要素的相对重要性不断增强，个体所对应的微观幸福回报机制逐渐由

社会经济地位向生活品质转向。 由此，可以提出假设 ４。
假设 ４：伴随着宏观经济的发展，物质地位对居民幸福感的正向作

用会逐步减弱，生活品质对居民幸福感的正向作用会逐渐增强。
宏观经济因素与社会结构因素之间同样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 宏

观经济的发展不仅意味着经济总量的增加，而且也代表着整个社会现

代化的发展。 现代化理论的逻辑认为，工业化的发展必然带来职业结

构更新、产业结构升级、社会分工变化、教育普及等一系列社会变迁，从
而使得社会流动率不断提高，流动机会更加平等。 社会机会结构开放

性的提高增强了社会成员在资源获取机会上的平等程度，使得居民对

未来产生乐观的预期，削弱了相对剥夺效应对主观幸福感的负面作用，
从而有利于隧道效应的产生。 由此可以推论，宏观经济的持续发展可

以提高社会机会结构的开放性，进而提高社会不平等的幸福回报。
然而，社会封闭理论与现代化理论不同，认为社会中既有的优势阶

层会利用其在资源和机会获取方面的优势来维持自身的阶层特权（韦
伯，２００５），因此会通过各种渠道来实现阶层的再生产，从而使得整个

社会结构趋于封闭。 拉夫特瑞与豪特研究了教育扩张过程中教育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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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分配，发现优势地位群体会利用他们在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资

源优势，垄断由教育扩张所创造的新的教育机会，维持教育的阶层不平

等（Ｒａｆｔｅｒｙ ＆ Ｈｏｕｔ， １９９３），这一观点被称为“最大化维持不平等假设”
（ＭＭＩ 假设）。 根据上述理论的逻辑可以推论，尽管宏观经济的发展可

以创造新的流动机会，但由于阶层封闭和排斥的作用，社会的机会结构

趋于固化和封闭。 由此一来，不但阻碍了隧道效应的出现，而且会进一

步加剧各阶层之间的相对剥夺效应，从而降低社会不平等的幸福回报。
由此，我们可以提出下述竞争性假设。

假设 ５􀆰 １：宏观经济的发展有助于提高社会不平等的幸福回报（工

业化假设）。
假设 ５􀆰 ２：宏观经济的发展会降低社会不平等的幸福回报（社会封

闭假设）。

四、研究方法

（一）数据介绍

本文所使用的数据来源于 ２０１０ 年的中国综合社会调查（ＣＧＳＳ），
该调查采用多阶分层概率抽样的方法，在中国大陆的所有省级行政单

位共抽取 １００ 个县、４８０ 个村 ／居委会，每个居委会抽取 ２５ 户家庭，利
用 ＫＩＳＨ 表在每户家庭中抽取 １ 人进行调查，最后所获得的总样本量

约为 １２０００。

（二）变量介绍

１􀆰 因变量

本研究的因变量为居民自报的主观幸福感水平，测量问题为：“总
的来说，您认为您的生活是否幸福？”下设“很不幸福”、“比较不幸福”、
“居于幸福与不幸福之间”、“比较幸福”和“完全幸福”五个选项，分别

赋以 １ － ５ 的分值，分值越高，表示被调查者越幸福。
２􀆰 自变量

本文的核心自变量分为四个部分：宏观经济发展水平变量、社会经

济地位变量、生活品质变量以及社会不平等变量。 宏观经济水平即为

国家经济发展程度，依照以往研究的惯例，本文将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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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化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人均 ＧＤＰ）。 由于缺乏纵向调查数据，很
难用历时的人均 ＧＤＰ 数据拟合出国家经济水平的长期变化，因此本文

尝试以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差异来模拟长时期的历史变迁进程，利用

２０１０ 年 ＣＧＳＳ 所调查的 １００ 个县或县级市在 ２０１０ 年的人均 ＧＤＰ 数值

作为宏观经济发展程度的测量指标。 中国幅员辽阔，区域发展极不平

衡，因而可以很好地契合经济发展在时间维度上的变化。
社会经济地位是对个人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的综合衡量，能够较

为准确地反映出个体在社会结构中相较于他人的位置高低（李春玲，
２００５）。 本文所要研究的社会经济地位主要包含以下两个变量：个人

收入和教育程度。 收入变量为个人在一年之中绝对收入的对数值，教
育程度变量为被访者的受教育年限。

本文所讲的生活品质偏重于精神上的享受，因而用以下两个变量

来测量居民的生活品质：参加高品质休闲娱乐活动的频率与文化休闲

娱乐支出。
根据既有研究所建构的指标体系，高品质休闲娱乐的测量指标为：

“在过去的一年中参加音乐会、展览、看演出等文化活动的频率”，指标

的取值在 １ － ５ 之间，其中 １ 表示“从不”，２ 表示“一年数次或更少”，３
表示“一月数次”，４ 表示“一周数次”，５ 表示“每天”。 数值越大表示

参加高品质休闲娱乐的频率越高。 文化休闲娱乐支出的测量指标为被

访者过去一年中在文化休闲娱乐方面支出的对数。
社会不平等的变量为样本县市在 ２０１０ 年的收入基尼系数，通过

Ｓｔａｔａ 计算获得。
此外，本文还设置了一些控制变量，包括性别、党派、年龄、婚姻状

态、民族、户籍状况等，与自变量一起纳入回归模型。 详细的变量信息

如表 １ 所示。

（三）模型介绍

本文的数据结构包含两个层级，即微观层面的个人属性变量与宏

观层面的县级经济发展水平变量。 依据本文的解释框架，区域宏观经

济的发展提升了该区域内个人的物质生活水平，使得影响主观幸福感

的各要素在个人获取幸福回报上的相对重要性发生了变化，同时也导

致了社会不平等加剧。 微观层级的变量嵌套于宏观层级的变量之中，
因此在统计方法上采用分层线性模型来研究宏微观变量对于主观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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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１ 相关变量描述统计表 Ｎ ＝９１０２
变量 均值 标准差 变量说明

因变量

　 主观幸福感 ３􀆰 ７８ 􀆰 ８８ 最小值 ＝ １，最大值 ＝ ５

　 社会经济地位变量

　 　 教育程度 ８􀆰 ３９ ４􀆰 ８４ 最小值 ＝ ０，最大值 ＝ １９

　 　 收入对数 ８􀆰 ３５ ２􀆰 ９７ 最小值 ＝ ０，最大值 ＝ １４􀆰 ８５

　 生活品质变量

　 　 高品质娱乐活动 ３􀆰 ４３ １􀆰 ７３ 最小值 ＝ ２，最大值 ＝ １０

　 　 休闲娱乐支出（对数） １􀆰 ９０ １􀆰 ５６ 最小值 ＝ ０，最大值 ＝ １１􀆰 ５１

结果不平等变量

　 收入基尼系数 􀆰 ４３ 􀆰 ８４ 最小值 ＝ ０􀆰 ２５，最大值 ＝ ０􀆰 ７６

宏观经济水平变量

　 县级人均 ＧＤＰ ３􀆰 ６６ ２􀆰 ３０ 最小值 ＝ １，最大值 ＝ ５

控制变量

　 性别 􀆰 ４９ 􀆰 ５０ 女 ＝ ０，男 ＝ １

　 年龄 ４７􀆰 ７６ １５􀆰 １３ 最小值 ＝ １９，最大值 ＝ ９８

　 年龄的平方 ／ １００ ２７ １５􀆰 ６８ 最小值 ＝ ４，最大值 ＝ ９２􀆰 １６

　 婚姻状态 􀆰 ８６ 􀆰 ３５ 单身 ＝ ０，已婚 ＝ １

　 宗教信仰 􀆰 １３ 􀆰 ３３ 不信仰宗教 ＝ ０，信仰宗教 ＝ １

　 民族 􀆰 ９１ 􀆰 ２９ 少数民族 ＝ ０，汉族 ＝ １

　 党派 􀆰 １３ 􀆰 ３４ 非中共党员 ＝ ０，中共党员 ＝ １

　 户籍 􀆰 ４７ 􀆰 ５０ 农村户口 ＝ ０，城镇户口 ＝ １

感的影响以及微观机制基于宏观经济发展的条件效应。 计算公式如下

所示：
层 １：

Ｙｉｊ ＝ β０ｊ ＋ ∑
ｐ

ｋ ＝ １
βｋｊＸｋｉｊ ＋ ｒｉｊ

层 ２：

β０ｊ ＝ γ００ ＋ γ０１Ｗ ｊ ＋ μ０ｊ

βｋｊ ＝ γｋ０ ＋ ∑
ｐ

ｋ ＝ １
γｋ１Ｗ ｊ ＋ μｋｊ

层级混合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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Ｙｉｊ ＝ γ００ ＋ γ０１Ｗ ｊ ＋ μ０ｊ ＋ ｒｉｊ ＋ ∑
ｐ

ｋ ＝ １
（γｋ０ ＋ γｋ１Ｗ ｊ ＋ μｋｊ）Ｘｋｉｊ

其中，Ｘｋ 为模型中微观层次的解释变量，包括教育、收入、休闲娱

乐、文化休闲娱乐支出等。 Ｗｊ 为宏观层次的解释变量，即县级人

均 ＧＤＰ。
根据 ＨＬＭ 的零模型，将幸福感的差异进行分解，结果如下。

　 表 ２ 分层级分解幸福感差异

固定效应 系数 标准误

　 幸福感 ３􀆰 ７８５ 􀆰 ０２１

随机效应 方差成分 占总方差份额 标准误 卡方 Ｐ 值

　 层级 １（个体间） 􀆰 ２０８ １９􀆰 ４９％ 􀆰 ０１６ ４６０􀆰 ４２ 􀆰 ０００

　 层级 ２（县市级间） 􀆰 ８５８ ８０􀆰 ５１％ 􀆰 ００６

由表 ２ 中的方差成分可知，组内方差为 ０􀆰 ８５８，组间为 ０􀆰 ２０８，卡方

值为 ４６０􀆰 ４２，ｐ 值接近于 ０。 由此可知，幸福感在县级市间的差异十分

显著。 根据方差成分在两个层级间的分布，我们可以计算出，区域层次

的效应比例为 １９􀆰 ４９％ ，个体层次的效应比例为 ８０􀆰 ５１％ ，也即因地区

不同而造成的个体幸福感差异占到了个体幸福感总体差异的

１９􀆰 ４９％ 。 因此在本研究中使用多层次模型是合适的。

五、分析策略与数据结果

基于伊斯特林悖论所根植的三个基本社会因素，本文尝试构建一

个旨在探索中国幸福悖论形成机制的多元分层动态的幸福感研究范

式。 为了便于分析与解释，本文首先以居民需求转型的背景为基础，探
索影响个体主观幸福感的微观机制，并通过考察微观机制基于宏观经

济发展的条件效应来分析伊斯特林悖论的形成机制。 其次，以社会不

平等加剧的背景为基础，探索社会不平等因素对于个体主观幸福感的

影响，同时将社会不平等纳入更为宏大的动态背景之中，即考察社会不

平等因素对于幸福感的影响机制，是否会随着宏观经济的发展而发生

变化，以检验本文所提出的假设。 模型计算结果如表 ３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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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３ 三种基本社会要素与主观幸福感 Ｎ ＝９１０２
变量 模型 １ 模型 ２ 模型 ３ 模型 ４ 模型 ５

微观层次变量

　 截距项 ４􀆰 ０２５∗∗∗ ３􀆰 ８５１∗∗∗ ４􀆰 ００３∗∗∗ ３􀆰 ６３４∗∗∗ ３􀆰 ４７０∗∗∗

　 教育程度 􀆰 ０２０∗∗∗ 􀆰 ０２８∗∗∗ 􀆰 ０１９∗∗∗ 􀆰 ０１９∗∗∗ 􀆰 ０２８∗∗∗

　 个人年收入（对数） 􀆰 ０１８∗∗∗ 􀆰 ０２９∗∗∗ 􀆰 ０１８∗∗∗ 􀆰 ０１８∗∗∗ 􀆰 ０２９∗∗∗

　 高品质休闲娱乐
活动

􀆰 ０２３ ＋ 􀆰 ０２３ ＋ 􀆰 ０１９ 􀆰 ０２３ ＋ 􀆰 ０１０

　 休闲娱乐活动支出
（对数） 􀆰 ０２３∗∗∗ 􀆰 ０２４∗∗∗ 􀆰 ０３１∗∗∗ 􀆰 ０２３∗∗∗ 􀆰 ０２６∗∗∗

社会不平等变量

　 基尼系数 － 􀆰 １００ － 􀆰 ０９９ － 􀆰 ０９２ － 􀆰 ０４１ － 􀆰 ０７０

宏观层次变量

　 人均 ＧＤＰ 􀆰 ０１８ ＋ 􀆰 ０５８∗∗ 􀆰 ００９ ＋ 􀆰 ０８３∗∗ 􀆰 １３４∗∗∗

宏微观交互项

　 教育程度 ×
人均 ＧＤＰ － 􀆰 ００３∗ － 􀆰 ００３∗

　 个人收入 ×
人均 ＧＤＰ － 􀆰 ００３∗ － 􀆰 ００３∗

　 高品质休闲娱乐活
动 × 人均 ＧＤＰ

􀆰 ００１ 􀆰 ０００

　 休闲娱乐支出 ×
人均 ＧＤＰ

􀆰 ００２ 􀆰 ００１

　 基尼系数 ×
人均 ＧＤＰ － 􀆰 １８４∗∗ － 􀆰 １９０∗∗

控制变量

　 性别 􀆰 ０９４∗∗∗ 􀆰 ０９７∗∗∗ 􀆰 ０９４∗∗∗ 􀆰 ０９４∗∗∗ 􀆰 ０９７∗∗∗

　 年龄 － 􀆰 ０３９∗∗∗ － 􀆰 ０３９∗∗∗ － 􀆰 ０３９∗∗∗ － 􀆰 ０３９∗∗∗ － 􀆰 ０３９∗∗∗

　 年龄平方 ／ １００ 􀆰 ００１∗∗∗ 􀆰 ００１∗∗∗ 􀆰 ００１∗∗∗ 􀆰 ００１∗∗∗ 􀆰 ０００∗∗∗

　 婚姻状态 􀆰 ２６４∗∗∗ 􀆰 ２６２∗∗∗ 􀆰 ２６４∗∗∗ 􀆰 ２６４∗∗∗ 􀆰 ２６２∗∗∗

　 宗教信仰 􀆰 ０２４ 􀆰 ０２５ 􀆰 ０２４ 􀆰 ０２５ 􀆰 ０２５

　 民族 － 􀆰 ０６８ ＋ － 􀆰 ０７０ ＋ － 􀆰 ０６７ ＋ － 􀆰 ０６６ ＋ － 􀆰 ０７ ＋

　 党派 􀆰 １２２∗∗∗ 􀆰 １２５∗∗∗ 􀆰 １２１∗∗∗ 􀆰 １２１∗∗∗ 􀆰 １２４∗∗∗

　 户籍 － 􀆰 ０６６∗ － 􀆰 ０７２∗ － 􀆰 ０６８∗ － 􀆰 ０６７∗ － 􀆰 ０７３∗

　 　 注： ＋ ｐ ＜ ０􀆰 １，∗ｐ ＜ ０􀆰 ０５，∗∗ｐ ＜ ０􀆰 ０１，∗∗∗ｐ ＜ ０􀆰 ００１。

表 ３ 中的模型 １ 为基准模型，包含了宏观经济发展水平、社会经济

地位、生活品质和社会不平等四个维度的变量。 由数据结果可知，人均

２１１

社会学研究 　 ２０１７． ３



ＧＤＰ、教育程度、个人的绝对收入、参加高品质娱乐活动的频率、文化休

闲娱乐支出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 由此可知，就宏观层次而言，经济发

展水平能够显著地提升居民的主观幸福感，经济发展程度越高，个人的

主观幸福感越强，结果支持了假设 １。 就微观层次而言，个人的教育程

度越高、收入越多、参加高品质休闲娱乐的频率越高、文化休闲娱乐活

动支出越多则主观幸福感越强，表明物质地位的提高和生活品质的提

升均可以显著地提高个体的主观幸福水平，结果支持了假设 ２。
测量社会不平等程度的收入基尼系数变量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

说明社会不平等对于个体的主观幸福感并没有显著的影响，假设 ３􀆰 １
与假设 ３􀆰 ２ 没有得到支持。 但值得注意的是，基尼系数变量的符号为

负，表明随着社会不平等的加剧，个体的主观幸福感水平趋于降低。
模型 ２ 至模型 ４ 分别展示了社会经济地位变量、生活品质变量与

社会不平等变量基于宏观经济发展的条件效应，模型 ５ 为总模型。 数

据结果表明，在社会经济地位层面，宏观的经济增长会显著地削弱个人

的教育程度和绝对收入对于幸福感的正效应。 也即，随着经济发展水

平的提高，个人的教育程度和收入对其主观幸福感的正向作用逐渐减

弱；在生活品质方面，人均 ＧＤＰ 与高品质休闲娱乐活动频率和文化休

闲娱乐支出的交互项均不显著，但其系数为正，表明高品质娱乐活动和

文化休闲娱乐支出对幸福感的正效应不受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部分

支持了假设 ４。 在社会不平等方面，人均 ＧＤＰ 与基尼系数的交互项显

著为负，说明随着经济发展程度的提升，收入差距对于个体主观幸福感

的负作用不断增强，结果支持了假设 ５􀆰 ２。 值得注意的是，人均 ＧＤＰ 变

量的系数为 ０􀆰 １３４，而其与收入基尼系数交互项的系数为 － １􀆰 ９０，表明

社会不平等程度会消除由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而增加的居民幸福感。
此外，模型中的控制变量显示，男性、已婚者、中共党员、城市居民

的主观幸福感更强。 年龄与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系呈 Ｕ 型变化趋势，
表明青少年与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较高，中年人的幸福感水平较低。

六、结论与讨论

本文利用 ２０１０ 年 ＣＧＳＳ 的数据，以中国为例，将伊斯特林悖论置

于宏观经济增长、居民需求转型以及社会不平等三重背景之下，运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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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多元分层动态的幸福感研究范式，探讨了该悖论的形成机制和解释

逻辑。 总结如下：
在微观层面，物质地位的提高能够显著地增强个体的主观幸福感，

这一结果与伊斯特林悖论中的微观命题相吻合。 生活品质对幸福感的

正效应也相继得证。 在宏观层面，区域经济的发展能够显著地提升居

民的幸福感水平，这点与幸福悖论的宏观命题相矛盾。 因此，本文的研

究结果表明，伊斯特林悖论宏观命题中的“幸福无增长”并不是经济发

展本身所致。
那么究竟是什么因素干扰了宏观的经济发展对居民幸福感的正效

应？ 影响主观幸福感的微观机制基于宏观经济发展的条件效应为我们

提供了可能的解释。 据模型显示，物质地位提升所带来的幸福回报会

随着经济发展程度的提高而递减，也即物质需求的满足正逐渐失去其

对个体效用的激励作用。 在生活质量方面，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
高品质休闲娱乐活动与文化休闲娱乐支出对个体主观幸福感的正效应

并不会受到影响。 由此可知，居民需求在由物质型向发展享受型转变

时，物质型变量在幸福回报上的相对重要性不断下降，幸福回报率降

低；而生活品质型变量的相对重要性不变或有上升的趋势，幸福回报率

趋于增加。
在社会不平等方面，中国的数据结果显示，社会不平等本身对于个

体的主观幸福感没有显著的影响，但相对剥夺效应确实是存在的。 表

现在社会不平等与经济发展的交互项显著为负，并全部消除了由经济

发展所带来的幸福回报。 因此，尽管在市场转型的初期，社会机会结构

的开放性在很大程度上激发了国民对未来收入的良好预期，然而所谓

的“隧道效应”并没有在中国出现。 相反，由社会不平等所引发的“相
对剥夺效应”严重地降低了居民的主观幸福感水平。

除此之外，在改革开放以来的三十余年间，尽管中国的经济实现了

跨越式发展，工业化与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但由于社会的机会结构相

对封闭（李路路、朱斌，２０１５），宏观经济的增长非但未能推动隧道效应

的出现，反而对相对剥夺效应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使得社会不平等

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负效应进一步加剧。
综上所述，在宏观经济发展引发居民需求升级与社会不平等加剧

的背景下，一方面，需求层次的变化不断地削弱个人的物质地位对于提

升主观幸福感的相对重要性，导致其幸福回报不断下降；另一方面，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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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不平等加剧所导致的相对剥夺效应，显著地降低了个体的主观幸

福感。 上述二者的双重作用使得居民的主观幸福感并没有随着宏观经

济的高速增长而显著提升，而是处于一种相对停滞的状态，出现了伊斯

特林所描绘的“幸福悖论”现象。
上述结论同样有助于理解在其他国家中所出现的伊斯特林悖论现

象。 有研究表明，尽管不同的国家在历史文化传统、经济发展程度等方

面存在着较大的差异，但是影响各国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因素却具有跨

国的一致性（Ｓａｒｒａｃｉｎｏ， ２０１０）。 因此，由中国的伊斯特林悖论研究所

得出的结论具有一般性的解释意义。
首先，不同于相对收入理论、适应理论与幸福饱和理论，我们认为

影响幸福感的因素是多层次、多维度的，这一点应成为理解伊斯特林悖

论形成机制的基础。 多元分层的幸福感研究范式不仅可以回应伊斯特

林悖论在研究方法上所遇到的生态相关（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参照类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ｃｌａｓｓ）和第三变量等问题（Ｍａ ＆ Ｚｈａｎｇ， ２０１４），而且也更加

符合经验现实。
其次，尽管影响个体主观幸福感的因素是多元分层的，但是各维度

因素在提升居民主观幸福感上的相对重要性是不同的。 更为重要的

是，由于作为主观幸福感基础的需求具有分层和动态的特征，因而影响

主观幸福感诸因素的相对重要性会随着需求类型的变动而发生转变。
与已有的理论解释相比，这种相对重要性的解释路径更具有灵活性和

普遍性。 就长期性和一般性而言，个体的需求遵循层次论的模式转型

升级，使得物质财富因素在幸福回报上的相对重要性不断下降，然而值

得注意的是，许多短期性的事件仍然会引起需求的暂时变动，进而影响

各种幸福影响要素的相对重要性。 例如，一些消极事件会引起某些幸

福影响要素出现短暂性稀缺，从而提升该要素在增强主观幸福感上的

相对重要性地位，而物质财富等要素的相对重要性会在短期内下降。
因此，在这一时期，尽管宏观经济发展水平持续上升，但居民的主观幸

福感并没有增强，甚至会出现断崖式下降（Ｍａ ＆ Ｚｈａｎｇ， ２０１４）。
除了微观层次的要素之外，社会结构性的要素对居民的主观幸福

感也具有显著的影响。 社会不平等可以分为结果的不平等与机会的不

平等两部分，结果的不平等即社会贫富差距，而机会的不平等则指涉资

源分配与获取过程上的不平等。 尽管有许多研究支持了隧道效应，表
明合理的社会不平等差距有助于隧道效应的产生，但本文的研究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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隧道效应是以机会的平等或是开放的社会结构为前提的。 如果社会结

构趋于封闭，那么社会不平等更可能导向相对剥夺效应。 在这种情况

下，宏观经济的发展水平越高，处于社会结构不利位置的居民所感受到

的相对剥夺感越强，从而进一步降低了其主观幸福水平。
本文的研究仍有许多不足之处，例如以空间换取时间的方法，尽管

已被一些研究证明是有效的（Ｓａｃｋｓ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３），但仍有研究表明空

间层面的经济发展对于主观幸福感的影响要小于时间层面的经济发展

（Ｚｈｏｕ ＆ Ｘｉｅ，２０１６）。 此外，囿于数据的限制，本文在许多变量的测量

上不太准确，希望在以后的研究中能够有所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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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ｅｏｐｌｅ： Ａ Ｍｕｌｔｉｆａｃｅｄ Ｖｉｅｗ． ” Ｓｏｃｉａｌ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１２１（１） ．
Ｂｊøｒｎｓｋｏｖ， Ｃ． ， Ｎ． Ｄ． Ｇｕｐｔａ ＆ Ｊ． Ｐｅｄｅｒｓｅｎ ２００５， “Ｗｈａｔ Ｂｕｙｓ Ｈａｐｉｎｅｓｓ？ Ａｎａｌｙｚｉｎｇ Ｔｒｅｎｄｓ ｉｎ

Ｓｕ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Ｗｅｌｌ⁃Ｂｅｉｎｇ ｉｎ １５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１９７３ － ２００２． ” Ｉｚａ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 Ｐａｐｅｒｓ ９（２） ．
——— ２００８， “Ａｎａｌｙｓｉｎｇ Ｔｒｅｎｄｓ ｉｎ Ｓｕ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Ｗｅｌｌ⁃ｂｅｉｎｇ ｉｎ １５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１９７３ － ２００２．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Ｈａｐｐｉｎｅｓｓ Ｓｔｕｄｉｅｓ ９（２） ．
Ｂｒｉｃｋｍａｎ， Ｐ． ＆ Ｄ． Ｔ． Ｃａｍｐｂｅｌｌ １９７１， “Ｈｅｄｏｎｉｃ Ｒｅｌａｔｉｖｉｓｍ ａｎｄ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Ｇｏｏｄ Ｓｏｃｉｅｔｙ． ” Ｉｎ

Ｍ． Ｈ． Ａｐｐｌｅｙ（ｅｄ． ）， Ａｄａｐｔｉｏｎ Ｌｅｖｅｌ Ｔｈｅｏｒｙ．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Ｐｒｅｓｓ．
Ｂｒｉｃｋｍａｎ， Ｐ． ， Ｄ． Ｃｏａｔｅｓ ＆ Ｒ． Ｊａｎｏｆｆ⁃Ｂｕｌｍａｎ １９７８， “Ｌｏｔｔｅｒｙ Ｗｉｎｎｅｒｓ ａｎｄ Ａｃｃｉｄｅｎｔ Ｖｉｃｔｉｍｓ： Ｉｓ

Ｈａｐｐｉｎｅｓｓ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 ３６（８） ．
Ｂｒｏｃｋｍａｎｎ， Ｈ． ， Ｊ． Ｄｅｌｈｅｙ， Ｃ． Ｗｅｌｚｅｌ ＆ Ｈ． Ｙｕａｎ ２００９，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ａ Ｐｕｚｚｌｅ： Ｆａｌｌｉｎｇ Ｈａｐｐｉｎｅｓｓ

ｉｎ ａ Ｒｉｓｉｎｇ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Ｈａｐｐｉｎｅｓｓ Ｓｔｕｄｉｅｓ １０．
Ｃａｐｏｒａｌｅ， Ｇ． Ｍ． ， Ｙ． Ｇｅｏｒｇｅｌｌｉｓ， Ｎ． Ｔｓｉｔｓｉａｎｉｓ ＆ Ｙ． Ｐ． Ｙｉｎ ２００９， “Ｉｎｃｏｍｅ ａｎｄ Ｈａｐｐｉｎｅｓｓ ａｃｒｏｓｓ

Ｅｕｒｏｐｅ： Ｄｏ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Ｖａｌｕｅｓ Ｍａｔｔｅｒ？”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 ３０（１） ．
Ｃｈａｎ， Ｃ． Ｋ． ＆ Ｘ． Ｙａｏ ２００８， “ Ａｉｒ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 ｉｎ Ｍｅｇａ Ｃｉｔｉｅ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 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ｉｃ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４２．
Ｃｌａｒｋ， Ａ． Ｅ． ， Ｐ． Ｆｒｉｊｔｅｒｓ ＆ Ｍ． Ａ． Ｓｈｉｅｌｄｓ ２００８，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Ｉｎｃｏｍｅ，Ｈａｐｐｉｎｅｓｓ ａｎｄ Ｕｔｉｌｉｔｙ：Ａｎ

Ｅｘｐｌａｎ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Ｅａｓｔｅｒｌｉｎ Ｐａｒａｄｏｘ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 Ｐｕｚｚｌｅｓ．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４６（１） ．
Ｃｕｍｍｉｎｓ， Ｒ． Ａ． １９９８， “ Ｔｈｅ Ｓｅｃｏｎｄ Ａｐｐｒｏｘｉｍ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ａ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ｆｏｒ Ｌｉｆｅ

Ｓａｔｉｓｆａｃｔｉｏｎ． ”Ｓｏｃｉａｌ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４３．
——— ２０１１， “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Ｔｈｅｏｒｙ ｉ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 Ｒｅｇａｒ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Ｅａｓｔｅｒｌｉｎ Ｐａｒａｄｏｘ ａｎｄ

Ｄｅｃｒｅａｓｉｎｇ Ｍａｒｇｉｎａｌ Ｕｔｉｌｉｔｙ： Ａ Ｃｒｉｔｉｑｕｅ． ”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Ｌｉｆｅ ６（３）．
Ｄｅａｔｏｎ， Ａ． ２００８，“ Ｉｎｃｏｍｅ， Ｈｅａｌｔｈ ａｎｄ Ｗｅｌｌｂｅｉｎｇ ａｒｏｕｎｄ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Ｇａｌｌｕｐ

Ｗｏｒｌｄ Ｐｏｌｌ． ” Ｔｈ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 ２２（２） ．
Ｄｉ Ｔｅｌｌａ， Ｒ． ， Ｒ． Ｊ． ＭａｃＣｕｌｌｏｃｈ ＆ Ａ． Ｊ． Ｏｓｗａｌｄ ２００３， “Ｔｈｅ Ｍａｃｒｏ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ｏｆ Ｈａｐｐｉｎｅｓｓ． ” Ｔｈｅ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ａｎｄ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８５．
Ｄｉ Ｔｅｌｌａ， Ｒａｆａｅｌ ＆ Ｒｏｂｅｒｔ ＭａｃＣｕｌｌｏｃｈ ２００５， “Ｐａｒｔｉｓａｎ Ｓｏｃｉａｌ Ｈａｐｐｉｎｅｓｓ． ”Ｚｅｉ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Ｐａｐｅｒｓ ７２

（２） ．
——— ２００８， “ Ｃｒｏｓｓ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Ｈａｐｐｉｎｅｓｓ ａｓ ａｎ Ａｎｓｗｅｒ ｔｏ ｔｈｅ Ｅａｓｔｅｒｌｉｎ Ｐａｒａｄｏｘ．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８６（１）．
Ｄｉｅｎｅｒ， Ｅ． ， Ｅ． Ｓａｎｄｖｉｋ， Ｌ． Ｓｅｉｄｌｉｔｚ ＆ Ｍ． Ｄｉｅｎｅｒ １９９３，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Ｉｎｃｏｍｅ ａｎｄ

Ｓｕ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ｗｅｌｌ⁃ｂｅｉｎｇ：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ｏｒ Ａｂｓｏｌｕｔ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２８（３） ．
Ｄｉｅｎｅｒ， Ｅ． Ｄ． ， Ｍ． Ｄｉｅｎｅｒ ＆ Ｃ． Ｄｉｅｎｅｒ １９９５，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ｕ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Ｗｅｌｌ⁃Ｂｅｉｎｇ 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 ６９（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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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ｉｅｎｅｒ， Ｅ． Ｄ． ， Ｅ． Ｍ． Ｓｕｈ， Ｒ． Ｅ． Ｌｕｃａｓ ＆ Ｈ． Ｌ． Ｓｍｉｔｈ １９９９， “Ｓｕ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Ｗｅｌｌ⁃ｂｅｉｎｇ： Ｔｈｒｅｅ
Ｄｅｃａｄｅｓ ｏｆ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Ｂｕｌｌｅｔｉｎ １２５（２） ．

Ｄｉｅｎｅｒ， Ｅ． Ｄ． ＆ Ｒ． Ｂｉｓｗａｓ⁃Ｄｉｅｎｅｒ ２０００， “Ｎｅｗ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Ｓｕ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Ｗｅｌｌ⁃ｂｅｉｎｇ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Ｔｈｅ
Ｃｕｔｔｉｎｇ Ｅｄｇｅ． ” Ｉｎｄｉ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 ２７．

——— ２００２， “Ｗｉｌｌ Ｍｏｎｅｙ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Ｓｕ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Ｗｅｌｌ⁃ｂｅｉｎｇ？ Ａ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Ｒｅｖｉｅｗ ａｎｄ Ｇｕｉｄｅ ｔｏ Ｎｅｅｄｅｄ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 Ｓｏｃｉａｌ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５７．

Ｄｉｅｎｅｒ， Ｅ． Ｄ． ＆ Ｍ． Ｅ． Ｐ． Ｓｅｌｉｇｍａｎ ２００４， “ Ｂｅｙｏｎｄ Ｍｏｎｅｙ： Ｔｏｗａｒｄ 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ｏｆ Ｗｅｌｌ⁃
Ｂｅｉｎｇ．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ｉｎ ｔｈｅ Ｐｕｂｌｉｃ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 ５（１）．

Ｄｏｃｋｅｒｙ， Ａ． Ｍ． ２００５， “Ｔｈｅ Ｈａｐｐｉｎｅｓｓ ｏｆ Ｙｏｕｎｇ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ｎｓ：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ｏｎ ｔｈｅ Ｒｏｌｅ ｏｆ
Ｌａｂｏｕｒ Ｍａｒｋｅｔ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ｃｏｒｄ ８１．

Ｅａｓｔｅｒｌｉｎ， Ｒ． Ａ． １９７４， “ Ｄｏｅｓ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Ｇｒｏｗｔｈ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ｔｈｅ Ｈｕｍａｎ Ｌｏｔ？ Ｓｏｍｅ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 Ｉｎ Ｐａｕｌ Ａ． Ｄａｖｉｄ ＆ Ｍｅｌｖｉｎ Ｗ． Ｒｅｄｅｒ （ ｅｄｓ． ），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Ｈｏｕｓｅｈｏｌｄｓ ｉ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Ｇｒｏｗｔｈ．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Ｐｒｅｓｓ．

——— １９９５， “Ｗｉｌｌ Ｒａｉｓｉｎｇ ｔｈｅ Ｉｎｃｏｍｅｓ ｏｆ ａｌｌ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ｔｈｅ Ｈａｐｐｉｎｅｓｓ ｏｆ Ａｌ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ａｎｄ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２７（１）．

——— ２００１， “Ｉｎｃｏｍｅ ａｎｄ Ｈａｐｐｉｎｅｓｓ：Ｔｏｗａｒｄｓ ａ Ｕｎｉｆｉｅｄ Ｔｈｅｏｒｙ．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Ｊｏｕｒｎａｌ １１１（４７３）．
——— ２００５， “Ｆｅｅ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Ｉｌｌｕｓｉｏｎ ｏｆ Ｇｒｏｗｔｈ ａｎｄ Ｈａｐｐｉｎｅｓｓ： Ａ Ｒｅｐｌｙ ｔｏ Ｈａｇｅｒｔｙ ａｎｄ Ｖｅｅｎｈｏｖｅｎ”，

Ｓｏｃｉａｌ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７４（３）．
Ｅａｓｔｅｒｌｉｎ， Ｒ． ， Ｌ． Ａ． ＭｃＶｅｙ， Ｍ． Ｓｗｉｔｅｋ， Ｏ． Ｓａｗａｎｇｆａ ＆ Ｊ． Ｓ． Ｚｗｅｉｇ ２０１０， “Ｔｈｅ Ｈａｐｐｉｎｅｓｓ⁃

Ｉｎｃｏｍｅ Ｐａｒａｄｏｘ Ｒｅｖｉｓｉｔｅｄ． ” 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 ｏｆ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１０７（５２） ．
Ｅａｓｔｅｒｌｉｎ， Ｒ． Ａ． ， Ｒ． Ｍｏｒｇａｎ， Ｍ． Ｓｗｉｔｅｋ ＆ Ｆ． Ｗａｎｇ ２０１２， “Ｃｈｉｎａ􀆳ｓ Ｌｉｆｅ Ｓａｔｉｓｆａｃｔｉｏｎ， １９００ －

２０１０． ” 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 ｏｆ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ｏｆ Ａｍｅｒｉｃａ １０９
（２５） ．

Ｇｒａｈａｍ， Ｃ． ＆ Ａ． Ｆｅｌｔｏｎ ２００６， “Ｉｎｅｑｕ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Ｈａｐｐｉｎｅｓｓ： Ｉｎｓｉｇｈｔｓ ｆｏｒｍ Ｌａｔｉ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Ｉｎｅｑｕａｌｉｔｙ ４（１）．

Ｈｅｌｌｉｗｅｌｌ， Ｊ． Ｆ． ＆ Ｒ． Ｄ． Ｐｕｔｎａｍ ２００４， “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ｏｎｔｅｘｔ ｏｆ Ｗｅｌｌ⁃ｂｅｉｎｇ． ”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ｃａｌ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Ｒｏｙａ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ｏｆ Ｌｏｎｄｏｎ Ｓｅｒｉｅｓ Ｂ 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３５９．

Ｈｉｒｓｃｈｍａｎ， Ａ． Ｏ． ＆ Ｍ． Ｒｏｔｈｓｃｈｉｌｄ １９７３， “Ｔｈｅ Ｃｈａｎｇｉｎｇ Ｔｏｌｅｒａｎｃｅ ｆｏｒ Ｉｎｃｏｍｅ Ｉｎｅｑｕａｌｉｔｙ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ｕｒｓｅ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ｗｉｔｈ ａ 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ａｌ Ａｐｐｅｎｄｉｘ ｂｙ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Ｒｏｔｈｓｃｈｉｌｄ． ”
Ｏｕａｒｔｅｒｌｙ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８７（４）．

Ｈｕｄｓｏｎ， Ｊ． ２００６，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 Ｔｒｕｓｔ ａｎｄ Ｓｕ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Ｗｅｌｌ⁃Ｂｅｉｎｇ Ａｃｒｏｓｓ ｔｈｅ ＥＵ． ”Ｋｙｋｌｏｓ ５９（１） ．
Ｉｎｇｌｅｈａｒｔ， Ｒ． ， Ｒ． Ｆｏａ， Ｃ． Ｐｅｔｅｒｓｏｎ ＆ Ｃ． Ｗｅｌｚｅｌ ２００８， “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Ｆｒｅｅｄｏｍ， ａｎｄ Ｒｉｓｉｎｇ

Ｈａｐｐｉｎｅｓｓ： Ａ Ｇｌｏｂａｌ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１９８１ － ２００７）． ”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 ｏｎ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３．
Ｌａｙａｒｄ． Ｒ． ２００３， “ Ｈａｐｐｉｎｅｓｓ： Ｈａｓ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 Ｃｌｕｅ？” Ｌｉｏｎｅｌ Ｒｏｂｂｉｎｓ Ｍｅｍｏｒｉａｌ Ｌｅｃｔｕｒｅｓ

ｇｉｖｅｎ ａｔ ｔｈｅ Ｌｏｎｄｏｎ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Ｌｏｎｄｏｎ， Ｍａｒｃｈ ３ ｒｄ － Ｍａｒｃｈ ５ ｔｈ ．
——— ２００５， Ｈａｐｐｉｎｅｓｓ： Ｌｅｓｓｏｎｓ ｆｒｏｍ ａ Ｎｅｗ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Ｌｏｎｄｏｎ： Ｐｅｎｇｕｉｎ．
Ｌｅｗｉｎ， Ｋ． １９３６， “Ｓｏｍ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ａｎｄ Ｇｅｒｍａｎｙ．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ｔｙ ４（４） ．
Ｌｉ， Ｊ． ２０１６， “Ｗｈｙ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Ｇｒｏｗｔｈ ｄｉｄ ｎｏｔ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ｅ ｉｎｔｏ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 Ｈａｐｐｉｎｅｓｓ： Ｐｒｅｌｉｍｉｎａｒ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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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ａ Ｍｕｌｔｉｌｅｖｅｌ Ｍｏｄｅｌｉｎｇ ｏｆ Ｈａｐｐｉｎｅｓ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 Ｓｏｃｉａｌ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１２８（１） ．
Ｌｉ， Ｊ． ＆ Ｊ． Ｗ． Ｒａｉｎｅ ２０１４， “Ｔｈｅ Ｔｉｍｅ Ｔｒｅｎｄ ｏｆ Ｌｉｆｅ Ｓａｔｉｓｆａ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ｈｉｎａ． ” Ｓｏｃｉａｌ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１１６ （２）．
Ｌｉａｎｇ， Ｙ． ＆ Ｊ． Ｓｈｅｎ ２０１６， “Ｓｕ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Ｗｅｌｌ⁃ｂｅｉｎｇ ａｎｄ Ｉｔｓ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ｎｔ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Ａｎ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Ｓｔｕｄｙ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Ｓｕｒｖｅｙ Ｄａｔａ． ”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８（３）．
Ｌｕｔｔｍｅｒ， Ｅ． Ｆ． Ｐ． ２００５， “ Ｎｅｉｇｈｂｏｒｓ ａｓ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ｓ：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Ｅａｒｎｉｎｇｓ ａｎｄ Ｗｅｌｌ⁃ｂｅｉｎｇ． ” Ｔｈｅ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１２０．
Ｌｙｋｋｅｎ， Ｄ． ＆ Ａ． Ｔｅｌｌｅｇｅｎ １９９６， “Ｈａｐｐｉｎｅｓｓ Ｉｓ ａ Ｓｔｏｃｈａｓｔｉｃ 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ｏｎ． ”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７（３） ．
Ｋａｈｎｅｍａｎ， Ｄ． ＆ Ａ． Ｂ． Ｋｒｕｅｇｅｒ ２００６，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Ｓｕ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Ｗｅｌｌ⁃

ｂｅｉｎｇ． ” Ｔｈ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 ２０．
Ｋｎｉｇｈｔ， Ｊ． ２０１２， “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Ｇｒｏｗｔｈ ａｎｄ ｔｈｅ Ｈｕｍａｎ Ｌｏｔ． ” ＰＮＡＳ 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 ｏｆ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ｏｆ Ａｍｅｒｉｃａ １０９（２５）．
Ｋｎｉｇｈｔ， Ｊ． ＆ Ｒ． Ｇｕｎａｔｉｌａｋａ ２０１１， “Ｄｏｅｓ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Ｇｒｏｗｔｈ Ｒａｉｓｅ Ｈａｐｐｉｎｅｓ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Ｏｘｆｏｒ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Ｓｔｕｄｉｅｓ ３９．
Ｍａ， Ｙ． Ｚ． ＆ Ｙ． Ｚｈａｎｇ ２０１４， “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Ｈａｐｐｉｎｅｓｓ⁃Ｉｎｃｏｍｅ Ｐａｒａｄｏｘ． ” Ｓｏｃｉａｌ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１１９（２）．
Ｍａｄｄｅｎ， Ｄ． ２０１１，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Ｂｏｏｍ ｏｎ ｔｈｅ Ｌｅｖｅｌ ａｎｄ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ｕ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Ｗｅｌｌ⁃ｂｅｉｎｇ： Ｉｒｅｌａｎｄ， １９９４ － ２００１．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Ｈａｐｐｉｎｅｓｓ Ｓｔｕｄｉｅｓ １２（４）
Ｍａｓｌｏｗ， Ａ． Ｈ． ＆ Ｃ． Ｄ． Ｇｒｅｅｎ １９４３， “Ａ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Ｈｕｍａｎ Ｍｏｔｉｖａｔｉｏｎ． ”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５０

（１） ．
ＭｃＣｌｅｌｌａｎｄ， Ｄ． Ｃ． ＆ Ｒ． Ａ． Ｃｌａｒｋ １９４９， “Ｔｈｅ Ｐｒｏｊｅｃｔｉｖｅ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Ｎｅｅｄｓ；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ｔｈｅ

Ｎｅｅｄ ｆｏｒ Ａｃｈｉｅｖ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ｍａｔｉｃ Ａｐ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Ｐｓｙｃｏｌｏｇｙ ３９（２） ．
Ｍｙｅｒｓ， Ｄ． Ｇ． ２０００， “Ｔｈｅ Ｆｕｎｄｓ， Ｆｒｉｅｎｄｓ， ａｎｄ Ｆａｉｔｈ ｏｆ Ｈａｐｐｙ Ｐｅｏｐｌ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ｓｔ ５５

（１） ．
Ｐｒｏｔｏ， Ｅ． ＆ Ａ． Ｒｕｓｔｉｃｈｉｎｉ ２０１３， “ Ａ Ｒｅ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ＧＤＰ ａｎｄ Ｌｉｆｅ

Ｓａｔｉｓｆａｃｔｉｏｎ． ” ＰＬｏＳ Ｏｎｅ ８（１１）．
Ｐｏｕｗｅｌｓ， Ｂ． ， Ｊ． Ｓｉｅｇｅｒｓ ＆ Ｊ． Ｄ． Ｖｌａｓｂｌｏｍ ２００８， “ Ｉｎｃｏｍｅ，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Ｈｏｕｒｓ， ａｎｄ Ｈａｐｐｉｎｅｓｓ． ”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Ｌｅｔｔｅｒｓ ９９．
Ｒａｆｔｅｒｙ， Ａ． Ｅ． ＆ Ｍ． Ｈｏｕｔ １９９３， “ Ｍａｘｉｍａｌｌｙ Ｍａｉｎｔａｉｎｅｄ Ｉｎｅｑｕａｌｉｔｙ： Ｅｘｐａｎｓｉｏｎ Ｒｅｆｏｒｍ， ａｎｄ

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ｙ ｉｎ Ｉｒｉｓｈ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１９２１ － ７５．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６６（１） ．
Ｒｕｎｃｉｍａｎ， Ｗ． Ｇ． １９７２，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Ｄｅｐｒｉｖ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Ｊｕｓｔｉｃｅ： Ａ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Ａｔｔｉｔｕｄｅｓ ｔｏ Ｓｏｃｉａｌ

Ｉｎｅｑｕａｌｉｔｙ ｉｎ Ｔｗｅｎｔｉｅｔｈ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Ｅｎｇｌａｎｄ． Ｌｏｎｄｏｎ： Ｐｅｎｇｕｉｎ Ｂｏｏｋｓ Ｌｔｄ．
Ｓａｃｋｓ， Ｄ． Ｗ． ， Ｂ． Ｓｔｅｖｅｎｓｏｎ ＆ Ｊ． Ｗｏｌｆｅｒｓ ２０１２， “ Ｔｈｅ Ｎｅｗ Ｓｔｙｌｉｚｅｄ Ｆａｃｔｓ ａｂｏｕｔ Ｉｎｃｏｍｅ ａｎｄ

Ｓｕ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Ｗｅｌｌ⁃ｂｅｉｎｇ． ” Ｅｍｏｔｉｏｎ １２（６）．
Ｓａｒｒａｃｉｎｏ， Ｆ． ２０１０，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ｎｔｓ ｏｆ Ｓｕ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Ｗｅｌｌ⁃ｂｅｉｎｇ ｉｎ Ｈｉｇｈ ａｎｄ Ｌｏｗ Ｉｎｃｏｍｅ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Ｄｏ Ｈａｐｐｉｎｅｓｓ Ｅｑｕａｔｉｏｎｓ Ｄｉｆｆｅｒ ａｃｒｏｓｓ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Ｔｈ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ｏｃｉｏ⁃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４２．
Ｓｍｙｔｈ， Ｒ． ， Ｖ． Ｍｉｓｈｒａ ＆ Ｘ． Ｑｉａｎ ２００８， “ Ｔｈｅ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Ｗｅｌｌ⁃ｂｅｉｎｇ ｉｎ Ｕｒｂａｎ Ｃｈｉｎａ． ”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６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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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ｔｅｖｅｎｓｏｎ， Ｂ． ＆ Ｊ． Ｗｏｌｆｅｒｓ ２００８，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Ｇｒｏｗｔｈ ａｎｄ Ｓｕ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Ｗｅｌｌ⁃ｂｅｉｎｇ： Ｒｅａｓｓｅｓｓｉｎｇ ｔｈｅ
Ｅａｓｔｅｒｌｉｎ Ｐａｒａｄｏｘ． ” Ｂｒｏｏｋｉｎｇｓ Ｐａｐｅｒｓ ｏ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１．

——— ２０１３， “Ｓｕ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Ｗｅｌｌ⁃ｂｅｉｎｇ ａｎｄ Ｉｎｃｏｍｅ： Ｉｓ Ｔｈｅｒｅ Ａｎｙ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ｏｆ Ｓａｔｉａｔｉｏ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 １０３（３） ．

Ｔｓｕｔｓｕｉ， Ｙ． ＆ Ｆ． Ｏｈｔａｋｅ ２０１２， “Ａｓｋｉｎｇ ａｂｏｕｔ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ｉｎ Ｈａｐｐｉｎｅｓｓ ｉｎ ａ Ｄａｉｌｙ Ｗｅｂ Ｓｕｒｖｅｙ ａｎｄ
ｉｔｓ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ｔｈｅ Ｅａｓｔｅｒｌｉｎ Ｐａｒａｄｏｘ． ” 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 ６３（１） ．

Ｖｅｅｎｈｏｖｅｎ， Ｒ． １９９１， “Ｉｓ Ｈａｐｐｉｎｅｓｓ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２４（１） ．
——— １９９４， “Ｉｓ Ｈａｐｐｉｎｅｓｓ Ａ Ｔｒａｉｔ？ Ｔｅｓｔｓ ｏｆ Ｔｈｅｏｒｙ Ｔｈａｔ ａ Ｂｅｔｔｅｒ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Ｄｏｅｓ Ｎｏｔ Ｍａｋｅ Ｐｅｏｐｌｅ

Ａｎｙ Ｈａｐｐｉｅｒ． ”Ｓｏｃｉａｌ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３２（２） ．
——— １９９６， “ Ｈａｐｐｙ Ｌｉｆｅ⁃Ｅｘｐｅｃｔａｎｃｙ： Ａ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Ｍｅａｓｕｒｅ ｏｆ Ｑｕａｌｉｔｙ⁃ｏｆ⁃Ｌｉｆｅ． ” Ｓｏｃｉａｌ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３９（１） ．
Ｖｅｅｎｈｏｖｅｎ， Ｒ． ＆ Ｍ． Ｈａｇｅｒｔｙ ２００６， “ Ｒｉｓｉｎｇ Ｈａｐｐｉｎｅｓｓ ｉｎ Ｎａｔｉｏｎｓ １９４６ － ２００４： Ａ Ｒｅｐｌｙ ｔｏ

Ｅａｓｔｅｒｌｉｎ． ”Ｓｏｃｉａｌ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７９（３）．
Ｗａｌｓｈ， Ｂ． ２０１２， “ Ａｄｊｕｓｔ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Ｃｒｉｓｉｓ： Ｗｅｌｌ⁃ｂｅｉｎｇ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Ｉｒｅｌ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Ｈａｐｐｉｎｅｓｓ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１（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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